調查報告
1、 案　　由：據訴：為渠受指定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597號被告毒品案件之義務辯護人，審判期日承審庭長不明事理、胡亂指責，踐踏律師尊嚴；嗣又罔顧渠辛勞，以不適任為由，撤銷渠指定辯護人資格，並核定不予給付報酬，嚴重損及權益等情乙案。
2、 調查意見：
本案陳訴人指稱，渠自99年10月13日將渠受指定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597號毒品案件被告之義務辯護人，嗣承審庭長以不適任為由，撤銷渠指定辯護人資格，並核定不予給付報酬，無視其擔任義務辯護之辛勞，嚴重損及權益等情，分向司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具文投訴，臺灣高等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曾先後分函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查明答覆，然該院卻一味袒護陳○珠，對之未有任何糾正動作。而司法院前後收到義務辯護人二次函件，卻無動於衷，未有任何反應等語。
本院據陳訴人說明本案事實經過，函請司法院刑事廳查復說明。嗣葉天來律師續訴表示，本案業於100年10月20日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起訴請求該院給付義務辯護律師報酬2萬元，並於起訴狀敘明本案業經監察院受理調查中。本院爰於100年12月9日暫停調查。嗣本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確定後，始於101年12月5日續行調查。暫停期間，葉律師多次來函續訴。嗣本院續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調閱相關案卷，並再函請司法院刑事廳說明相關事實經過及法律問題。

案經調查竣事，謹臚陳調查意見如次：
1、 為保障無資力選任辯護人而在刑事訴訟程序居於弱勢地位被告的訴訟權，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於92年9月1日修正施行，採強制辯護制度，並於102年1月23日修正增訂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身分，原規定保障弱勢在刑事訴訟程序公平地位之立法意旨，並未變更：
(1) 按為保障在刑事訴訟程序居於弱勢地位被告的訴訟權，92年9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採強制辯護制度：「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者，亦同。」
(2) 92年9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1、 現行之刑事訴訟制度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由於被告無論在法律知識層面，或在接受調查、被追訴的心理層面，相較於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熟悉訴訟程序之檢察官均處於較為弱勢的地位。因此，訴訟程序之進行非僅僅強調當事人形式上的對等，尚須有強而有力的辯護人協助被告，以確實保護其法律上利益，監督並促成刑事訴訟正當程序之實現。
2、 對於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被告，因無資力而無法自行選任辯護人者，為避免因貧富的差距而導致司法差別待遇，自應為其謀求適當之救濟措施。爰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37條國選辯護人制度之精神及我國現行公設辯護人條例第2條、律師法第20條第1項、第22條之相關規定，修正本條第1項，使強制辯護案件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採行雙軌制，並增訂低收入被告亦得向法院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之規定。
3、 本條法院得指定辯護之律師來源，得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另行訂定律師輪值辦法，並將輪值律師之名冊函送司法院供法院遇案指定。」
(3) 司法院於91年5月24日訂定，並於93年12月31日院台廳刑二字第09300311924號函修正頒布「義務律師辯護制度實施要點」，以協助未選任辯護人之無資力或智能障礙等被告進行訴訟。司法院刑事廳於100年10月25日函復本院說明，該院為配合刑事訴訟制度之推行，強化辯護人功能，確保人民訴訟權，於92年8月8日以(92)秘台廳刑二字第20543號函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轉知各地律師公會，配合當地法院共同修訂「辦理義務辯護制度實施要點」強化義務辯護制度。是各法院指定義務辯護律師之相關程序，悉依法院與各地律師公會共同訂定之實施要點辦理。
(4) 又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適用範圍增訂中低收入戶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者及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原規定保障弱勢在刑事訴訟程序公平地位之立法意旨，並未變更。
2、 為保障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指定辯護人與選任辯護人所負辯護職責，尚難謂有差別；陳訴人指稱，被告未主動聯繫指定辯護人，指定辯護人也就無聯繫被告之必要，審判長不明事理、胡亂指責等語，洵有誤解：
(1) 按司法院於91年5月24日訂定，並於93年12月31日院台廳刑二字第09300311924號函修正頒布「義務律師辯護制度實施要點」，以協助未選任辯護人之無資力或智能障礙等被告進行訴訟，其第3點規定：「義務辯護律師之辯護事項，包括閱卷、接見被告、提出辯護狀、出庭辯護及代被告撰寫理由書狀、上訴狀及其他必要事項。」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與高雄律師公會辦理義務辯護實施要點第10點第1項規定：「義務辯護律師之辯護事頃，包括閱卷、接見被告、提出聲請調查證據清單、辯護狀、出庭辯護、協商程序、代被告撰寫上訴狀、理由書狀及其他必要事項。」司法院於94年6月15日以院台良廳二字第0940012821號函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略以：邇來有律師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指定為被告辯護時，未提出刑事辯護狀，開庭時亦未提出具體之事實上或法律上意見為被告辯護，經最高法院於判決中指出此種情形與辯護人未到庭辯護無異。為保障被告之辯護依賴權，以落實刑事訴訟新制當事人實質對等之精神，請轉知各地律師於審判中擔任義務辯護律師時，依法為被告完足辯護等語。
(2) 本件陳訴人表示，渠受指定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597號被告溫某毒品案件之義務辯護人，即於99年3月10日申請閱卷，並於99年3月30日準備程序到庭辯護，被告溫某亦到庭；嗣陳訴人於99年7月7日提出被告溫某辯護狀，惟99年10月5日審判期日被告溫某未到庭，審判長不明事理、胡亂指責渠未與被告溫某連絡，未盡辯護職責。事實上，被告未主動聯繫辯護人，辯護人也就無聯繫被告之必要；依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與高雄律師公會辦理義務辯護實施要點第10條規定：「義務辯護律師之辯護事項，包括閱卷、接見被告、提出聲請調查證據清單、辯護狀、出庭辯護、協商程序、代被告撰寫上訴狀、理由書狀及其他必要事項。」係「接見被告」，而非「約見被告」，並未規定必須「主動約見被告」，況本案被告溫某的電話又是空號，無法連絡。嗣審判長又罔顧渠閱卷撰狀出庭答辯之辛勞，以不適任為由，撤銷渠指定辯護人資格；渠於99年10月12日提出「義務辯護律師報酬請領表」，同日即函知渠報酬請領一事，核定不予給付報酬，嚴重損及權益等情。
(3) 查陳訴人自99年3月8日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指定辯護，迄99年10月5日審判期日出庭止，未曾與被告溫某聯繫。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597號毒品案件99年10月5日審判筆錄摘要如下：「點呼被告溫○川未到。審判長問：指定辯護之後，有無與被告溫○川本人聯絡?辯護人葉律師答：指定辯護需要被告自己跟我聯絡，被告並無跟我聯絡，我一直無法聯絡到這個人。審判長問：指定辯護之後，本院公設辯護人有無交予被告基本資料?辯護人葉律師答：沒有，但是我有自行閱卷。審判長問：閱卷沒有閱到被告的電話或聯絡方式?辯護人葉律師答：我沒有看到。」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就撤銷指定辯護事於同年10月11日即函知該院公設辯護人及陳訴人，並副知高雄律師公會：「…然本件受指定辯護人未曾主動與當事人聯繫，直至庭訊前均未與當事人接觸、聯絡及討論案情，致使有無從為實質辯護之虞，對當事人訴訟上防禦權保障不周，故本庭經評議後，認其有不適任情事，應予撤銷指定。惠請本院公設辯護人另行指派為被告溫○川辯護。特此通知。」嗣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所轉陳訴人之陳情書於99年12月17日函復陳訴人，略以：「貴律師於上開庭期一再陳述：係受指定辯護，不是受選任辯護，被告應主動跟律師聯絡；審判期日前未曾與被告有任何聯絡云云。合議庭乃於開庭後，就貴律師是否有未盡指定辯護人為當事人權益承辦其辯護業務之旨，加以評議後，認貴律師未能依律師倫理規範，善盡職責，爰依本院與高雄律師公會辦理義務辯護實施要點及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以不適任為由，撤銷該案件之指定辯護人資格，復依規定，核定不予給付報酬費用。」
(4) 司法院於100年10月25日函復本院表示，指定辯護人與被告委任律師同視，應與被告聯繫討論案情：「按刑事訴訟法第31條有關強制辯護案件由審判長指定義務辯護律師之規定，係考量案情重大或被告本身弱勢，由國家主動指定辯護人提供專業協助，以充實被告防禦權及彌補被告法律知識之落差，使國家機關與被告實力差距得以適度調節，促成交互辯證之實體發現，並由法院公平審判，確保國家刑罰權之適當行使。爰義務辯護人基於為被告利益及一定公益之角色功能，自應與被告委任律師同視，非因其係法院依法指定，而免於盡其忠實辯護，誠信執行職務之義務。」是本件陳訴人擔任法院指定義務辯護律師後即聲請閱卷，提出辯護狀，並於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到庭辯護。期間被告溫某雖曾於99年3月30日之準備程序出庭，陳訴人亦到庭辯護，惟被告溫某均未曾聯繫陳訴人，陳訴人亦未曾與被告溫某聯繫；辯護人與被告間，對案情未經充分溝通、討論，恐無法明暸、掌握案情，就被訴犯罪事實為適當完全之辯解防禦，達實質、有效辯護目的。
(5) 又陳訴人指稱，審判長因被告溫某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不明事理、胡亂指責陳訴人一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業於99年12月17日函復陳訴人說明：「旨揭案件99年10月5日庭期，被告溫○川除經該院以被告身分傳喚到庭外，另由同案共同被告吳冠樺之辯護人聲請另以證人身分傳訊詰問。是日開庭時，同案共同被告吳冠樺及其辯護人均已遵期到庭，而被告溫○川未到庭。經該院調閱該日開庭錄音內容，承審庭長僅就 貴律師受指定辯護後與被告溫○川聯繫情形，及可否得知被告溫○川到庭與否之事，詳加詢問，並無指責貴律師之意。」又司法院於100年10月25日函復本院，略以：「本件係因葉律師於該案99年10月5日審判期日當庭表示，渠是國家所請的律師，非受被告自行出錢委任之受僱律師，無須主動與被告聯絡，應當是被告要自行與之聯繫才是等語。經審判長當庭告知，辯護人應於審判期日前，盡可能與被告聯絡。葉律師始拿起手機撥打被告之行動電話，才知卷宗內所載被告的行動電話門號已無法接通，葉律師始改口稱：被告的行動電話變成空號，渠要如何與被告聯絡等語(詳參99年10月5日審判筆錄及開庭錄音光碟)。」本院向司法院調取當日審判筆錄及開庭錄音光碟勘驗結果，尚屬實情。
(6) 陳訴人另指稱，渠於99年10月5日審判期日退庭後，詳閱案卷，查出被告溫○川之手機號碼，數次打他手機，皆是空號，於是打電話告知書記官。書記官也答稱，開庭前也曾打被告手機，要提醒被告到庭，可是也是空號。既然法院開庭前已得知被告手機是空號，審判長為何責怪律師未聯繫被告到庭等語，司法院刑事廳101年8月22日函復本院說明，經該院函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查明詳情，據復略以：有關承辦書記官與被告電話聯繫未果一節，經查上開案件定99年10月5日進行審判程序通知書經被告與葉律師分別於99年9月24日(寄存送達)、99年9月21日收受，均已合法送達，有送達證書可稽。被告雖以寄存方式送達，但因已指定辯護律師，法院自無再以電話連繫確認之必要。惟該案被告於99年10月5日審判期日未到庭，受命法官始交辦書記官與被告交保時之具保人連絡，方知當事人所留下的連絡電話無法尋得被告，有該院99年11月15日受命法官交辦之審理單及99年11月16日書記官製作之電話紀錄查詢表可參。是本件法院於99年1 0月5日審判程序日前，承辦書記官並未曾以電話與被告進行連絡。
(7) 綜上，自強制辯護之立法目的觀之，為保障被告之防禦權，指定辯護人與選任辯護人所負辯護之職責，尚難謂有差別。義務辯護律師之辯護事頃，包括接見被告。倘被告未主動聯繫義務辯護律師，義務辯護律師仍有必要聯繫被告，討論案情，發現爭點，決定辯護方向。倘未能聯繫被告，即應告知法院，以為因應妥處，方能避免應行交互詰問之審判期日共同被告未到庭情事。陳訴人指稱，被告未主動聯繫指定辯護人，指定辯護人也就無聯繫被告之必要，況被告的電話是空號，審判長不明事理、胡亂指責等語，洵有誤解。
3、 義務辯護律師就審判長核定相關報酬支給，倘有不服，僅得以聲明異議程序救濟之實務見解是否合於憲法第15條及第16條規定保障財產權之訴訟程序，司法院允宜審慎研議：
(1) 司法院頒布「義務律師辯護制度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義務辯護律師為單一被告擔任辯護工作並完成該審級之辯護時，第一審於新臺幣（下同）一萬八千元至二萬八千元額度內，第二審於一萬三千元至二萬三千元額度內，由審判長決定給付酬金之數額。」第7點規定：「義務辯護律師如有怠忽執行其職務之情事，致未能完成辯護工作者，不支給報酬。」又司法院為配合刑事訴訟制度之推行，強化辯護人功能，確保人民訴訟權，於92年8月8日以(92)秘台廳刑二字第20543號函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轉知各地律師公會，配合當地法院共同修訂「辦理義務辯護制度實施要點」強化義務辯護制度。是各法院指定義務辯護律師之相關程序，悉依法院與各地律師公會共同訂定之實施要點辦理。依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與高雄律師公會辦理義務辯護實施要點第7條第3項規定：「受指定之義務辯護律師如有不適任之情事者，審判長得撤銷原指定，並另行指定之。」第10條第2項亦規定：「義務辯護律師之報酬，每一案件由審判長依下列標準支給…（第6款）義務辯護律師如有怠忽執行其職務之情事，致未能完成辯護工作者，不支給報酬。」關於強制辯護案件之義務辯護律師之指定，除應由法院就當地律師公會所提供輪值律師名冊而為指定之外，並由該案件審判長依該要點規定額度內決定該義務辯護律師之報酬。
(2) 本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判長撤銷陳訴人指定辯護人資格，並核定不予給付報酬。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00年8月1日函復高雄律師公會表示：「依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第7條規定：義務辯護律師如有怠忽執行職務之情事，致未能完成辯護工作者，不支給報酬，又該規定並無如同標準他條規定，尚有金額裁量餘地，則本院援以該規定裁定不支給任何費用與葉天來律師，尚無任何違誤之處。」陳訴人另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給付新台幣2萬元指定辯護報酬。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度雄小字第46號判決駁回，理由略以：細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與高雄律師公會辦理義務辯護實施要點第10條第2項規定「義務辯護律師之報酬，每一案件由審判長依下列標準支給…」，可知由該案件審判長依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與高雄律師公會辦理義務辯護實施要點規定額度內決定該義務辯護律師之報酬。是以，由系爭要點規範內容觀之，性質上核屬原告配合強制辯護制度之義務規範，而其報酬則由被告依規定上限範圍內，視個案情形酌給，顯具裁量空間，以落實刑事訴訟強制辯護制度之公益目的，實與一般私人間委任契約關係有別，故原告以此規範作為其請求權基礎，似有違誤。其次，受指定之義務辯護律師如有不適任之情事者，審判長「得」撤銷原指定，並另行指定之，系爭要點第7 條亦有明定，足見系爭要點乃賦予審判長於個案進行中就義務辯護律師是否已善盡辯護事項之責，可依職權衡量判斷其適任與否，為求刑事強制辯護制度落實有效保護被告防禦權之目的，並具撤銷原指定辯護決定之裁量空間甚明，是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要點所為撤銷指定及不支給報酬之決定均屬違法乙節，乃涉及個案中審判長所為裁量適當與否，應由原告另循其他相關異議程序，以茲救濟，誠非本院可得審酌範圍等語。嗣陳訴人提起上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陳訴人未具體指摘第1審判決違背法令，上訴不合法為由，以101年度小上字第59號裁定駁回之。

(3) 有關義務辯護律師對審判長核定之報酬若有不服，其救濟程序，據前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理由所稱異議程序，係指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規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對於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有關證據調查或訴訟指揮之處分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向法院聲明異議。（第2項）法院應就前項異議裁定之。」據司法院刑事廳於100年10月25日函復本院說明：對核定之酬金有爭議，依「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第1條但書規定，義務辯護律師得提出申請，經審判長許可，得酌量增給酬金新臺幣一千元至一萬元，已有相關規定。若有不服，其救濟程序，允宜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規定，聲明異議，請求法院撤銷或變更酬金數額。理由略以：
1、 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辦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者，亦同。」參以律師法第22條規定「律師非經釋明有正當理由，不得辭法院指定之職務。」
2、 是無論審判長本於職權或基於聲請而指定義務辯護人，均屬訴訟指揮之性質，應以裁定行之，但其方式並未明定，通例均以通知書為之。雖目前實務上關於指定義務辯護人之操作情形，會徵得被指定義務辯護人之同意。但此同意乃上開指定之協力意思表示，尚與契約之承諾有間，自不得將上開指定與同意，視為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而認屬私法或行政契約關係。
3、 又自該義務辯護人之指定所衍生之酬金，係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2條第3項：「法院於必要時，得指定律師為被告辯護，並酌給報酬。」以及該院訂頒「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第1點：「義務辯護律師由審判長決定給付酬金之數額。」等規定，委由審判長決定，亦屬指定辯護人程序之一環，為公法關係。
4、 如對核定之酬金有爭議，依「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第1 條但書規定，義務辯護律師得提出申請，經審判長許可，得酌量增給酬金新臺幣一千元至一萬元，已有相關規定。若有不服，其救濟程序，允宜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規定，聲明異議，請求法院撤銷或變更酬金數額。
(4) 嗣司法院刑事廳再於101年12月19日函復本院表示，有關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性質一事，允屬訴訟程序附隨之內容，若發生爭議，似應依其性質，尋求適當之救濟途徑，不宜於「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中訂定等語。惟查，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裁判之義務。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之訴訟權乃現代法治國「有權利必有救濟」基本原則之實踐。有關義務辯護律師報酬支給性質，誠如司法院刑事廳100年10月25日函所覆，既屬公法關係，並涉及有關金錢之財產請求權。倘如刑事廳所稱，義務辯護律師僅得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有關對審判長訴訟指揮之處分不服之聲明異議程序規定，請求為報酬之給付，而法院就該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係屬訴訟程序之裁定，依據該法第404條規定，又不得抗告。縱義務辯護律師有配合強制辯護制度之義務，具公益性質，相關報酬支給之聲明異議救濟程序是否合於憲法第15條及第16條規定保障財產權之訴訟程序，尚值審慎研議。
(5) 綜上，義務辯護律師就審判長核定相關報酬支給，倘有不服，司法院刑事廳稱，僅得以聲明異議程序救濟之見解是否合於憲法第15條及第16條規定保障財產權之訴訟程序，尚值審慎研議，縱義務辯護律師僅得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規定，對審判長核定之報酬一事聲明異議，允宜審酌於司法院頒布之「義務律師辯護制度實施要點」中明確規定不服時之救濟程序，或於核定通知書載明救濟程序教示條款。
調查委員：葛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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